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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uneral Archives from Gongtang in Batavi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 trajectory 
of Chinese cemetery in Batavia, then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uneral management of 
Gongtang（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 It also discusses the problems which the Gongtang funeral 
management faced with and its loss of such management function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due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has relatively weak ruling power, had to give a certain level of autonomy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such autonomy was reflected in the Gongtang’s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n several 
affairs such as marriage, funeral, education, religion, social welfare, etc. The management of Gongtang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maintenance of Dutch colonial 








the autonomy of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en weakene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new social etho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Gongtang’s management was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social reality, the loss 















共 82 卷，均为未刊档案，其中 23 卷为塚地丧葬登记，即《丹绒义塚》，其他 59 卷和几百个独立档
案则包括塚地的购买登记及其他相关文件，其中中文档案有 129 册，时间跨度为 1811 — 1954 年，有







住在吧城及大港唇（RaljBegah）两旁的华人有 4,389 人，住在吧城郊区的华人有 10,962 人”，吧
城遂成为闽南人的汇聚之地。［9］华人人口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中期。［10］
与华人移民增长相伴的是高死亡率。1780 年出版的《吧达维亚学会文集》记载了 1759 — 1778
年吧城人口死亡统计情况，20 年间共死亡 74,254 人，其中华人为 15,379 人，年均死亡 769 人，是同




家内过久。”［12］《塚地簿》之《丹绒义塚》档案（档案号为 61101-61123）也显示，1811 — 1896 年的













年 3 月，吧城当局谕令华人甲必丹、雷珍兰要“速寻别地以为葬坟之所，不得迟缓”。但直到 1809
年后，才又陆续购置了其他三个塚地，即丹绒塚地（1809 年）、式里陂塚地（1828 年）、惹致塚地











距、长 24 脚距，该缴纳 200 文。阔 16 脚距、长 32 脚距，该缴纳 650 文。阔 20 脚距、长
40 脚距，该缴纳 1600 文。阔 24 脚距、长 48 脚距，该缴纳 3600 文等。






1828 年，公堂再向华人美色甘借款 5000 盾，向荷兰美色甘借款 1 万盾，购买了吧城外西南郊式
厘坡塚地。［19］1855 年，向华人美色甘借 2.5 万盾购买了玛腰陈永元自置惹致作为储备塚地。［20］1890





在未刊的 82 卷《塚地簿》中，丧葬登记档案有 23 卷《丹绒义塚》，内容包括丹绒、式里陂、
A 土公，闽南话，指专司尸体埋葬及塚地管理者。
B 荷兰语 Weeskamer 音译，指孤贫养济院，有华人美色甘和荷人美色甘之分。
C 马来语 Opsir 音译，指有官阶的华人。
D 荷兰语 Kassier 音译，指账房、会计。






公堂对埋葬在塚地的死者进行详细的信息登记，如《丹绒义塚》记录了 1811 年 1 月到 1896 年
10 月超过 5 万名死者的基本信息，其中大多数是华人。不同年份的档案内容有所不同，19 世纪初
的档案记录主要包括登簿时间、死者的姓名A、年龄B、埋葬方式C、塚地规格D等。如档案61107号之




蒋凤娘故，年 9，员板准葬，依例之处。全月 12 距计葬二穴；全月 8 距计葬五十三穴；
全月薄板计葬廿七穴；全月孩儿薄板计葬三穴，全月员板共葬五十五穴，全月薄板共葬
三十穴。［23］
1836 年以后的丧葬登记则添加了死者住址H和丧事经办人I的名字，如档案 61109 号之《丹绒义





及是否有遗产或遗嘱等P。如档案 61114 号之《丹绒义塚》（1872 年 8 月 1 日至 1878 年 3 月 30 日）第
81 号记录为：
癸酉年正月初四日和 1873 年 2 月 1 日，拜六，唐生（长）、龟里张瑞祥，年 26，正月
A 无法获知姓名的死者称为“唐人”“路边唐人”或“病厝人”等，夭折的婴儿称为“男孩”“女孩”等。
B1823 年以后，死者的年龄才被记录下来，而由吧城慈善机构料理丧葬的死者则被标注为“不知岁”。
C1811 — 1872 年的档案中记录了死者的埋葬方式，有员板（即厚板）、薄板、薄布、施棺或施板等。
D1811 — 1872 年的档案中记录了塚地规格。




















遗憾的是，《丹绒义塚》档案只截止到 1896 年 10 月，此后的丧葬登记情况不得而知。
（二）塚地购买信息登记
现存《塚地簿》档案显示，19 世纪公堂出售的塚地大部分位于丹绒（1812 — 1954 年，其中一些
年份的档案丢失）和式里陂（1850 — 1934 年，其中一些年份的档案丢失），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惹致 (1878 — 1935 年 ) 及如南末（1892 — 1934 年，其中一些年份的档案丢失）被提及，吃啷塚地的





塚地的面积和价格等：和丧葬登记档案一样，销售塚地的面积在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都使用
“脚距”来表示，而使用“冥达”（即“米”）来标注塚地面积的最早记录是在 1923 年。如档案 61211
号之《丹绒塚地》（风水买地）（1918 年 3 月 6 日— 1929 年 12 月 6 日）记录到：
和 1923 年 3 月 9 日癸亥年正月二十二日拜五，苏善虎买过丹绒风水一穴，阔 20 冥达
长 10 冥达，万律A许庆宁查报，前至大路、后至旧坟，左至旧坟，右至旧坟，四至无碍，
即收来艮 35 盾，付单为炤，昭和 18 年 11 月 5 日。［26］
19 世纪初的档案并没有记录塚地具体售价，而是“须遵和 1809 年 10 月 26 日君厘书之例而行”。
1830 年以后塚地售价才被清楚地记录下来。B如档案 61207 号之《丹绒塚地》（丹绒风水买地）（1830
年 1 月 7 日至 1845 年 11 月 27 日）中记录：
壬辰三月初六日，和 1832 年 4 月 6 日拜五，叶义哥买过丹绒风水一穴，阔 12 脚距、
长 24 脚距，欲葬伊岳父母谢宗官、罗辛娘仝为寿域，收来雷 67.7 盾。［27］
档案显示，19 世纪中期塚地的售价标准为：
第一号阔 24 距，长 48 距，兑银 1218.5 盾；
第二号阔 20 距，长 40 距，兑银 541.6 盾；
第三号阔 16 距，长 32 距，兑银 220 盾；
第四号阔 12 距，长 24 距，兑银 67.7 盾；
第五号阔 8距，长 16 距，系捨施贫人及小孩，免还价。［28］
到了 20 世纪，由于《丹绒塚地》（丹绒风水买地）在 1897 — 1918 年之间的一些档案缺失，档案
61211 号之《丹绒塚地》（风水买地）（1918 年 3 月 6 日至 1929 年 12 月 6 日）开始记录的塚地的售价
标准为：12 脚距、宽 24 脚距长 35 盾；16 脚距宽、32 脚距长 110 盾；12 脚距宽、40 脚距长 250 盾。［29］
《式里陂塚地》（式里陂塚风水买地）1891 — 1918 年之间的档案也缺失。这一时期的惹致、如南
末、吃啷塚地档案未缺失，而档案 61502 号之《如南末塚地》（二揽末风水买地）（1904 年 1 月 27 日
至 1909 年 9 月 14 日）中记录：










《塚地簿》中的几百个独立档案，包括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各塚地的总簿、风水买地申请书、
风水附单、寿域单据簿、荫地簿等文件，它们多是对前两种档案的补充说明，可与塚地购买档案互
相印证。如档案 62103 号之《丹绒、式里陂、吃啷、如南末、惹致寿域总簿》（1891 年 9 月 26 日—
1911 年 12 月 15 日）中 1893 年第 3 号记录为：
和 1893 年 3 月 14 日和正月廿六日拜二，叶旁，年 71，住班芝兰，默王俊山，门牌第
1214 号，买过二南末寿域一穴，阔 12 脚距、长 24 脚距，要荫自己双壙之坟，经公堂光媚
沙里雷珍兰曾金莲查勘无碍，即收来艮 67 盾 7 方正，据万律邱枝头查报，前港、后空地、
左陈清河寿域、右空地，四至无碍，付此为炤（补：和 1894 年 11 月 19 日公堂朱批准伊妻
刘传娘先葬此域。和 1903 年 3 月 2 日，公堂朱李批叶旁合葬于此以成双壙之坟）。［31］
上述档案记录补充了默氏姓名、门牌号等前两种档案所忽略的信息。






再如档案 64205 号之《式里陂风水附单》（1926 年 5 月 31 日至 1931 年 12 月 3 日）第 23 号记录为：






再如档案 62302 号之《寿域单据簿》（1912 年 1 月 15 日至 1918 年 12 月 30 日）第 53 号记录为：










（1891 年 6 月 8 日— 1934 年 12 月 24 日）中记录：
和 1919 年 6 月 13 日已未年五月十六日拜五，现任雷珍兰陈进水因病身故，其女婿许
达新恳乞荫地壹穴为葬岳父之所，公堂依例准给惹致第壹号风水壹穴，阔 24 长 18，作四
A 指默氏，马来语 Bek 音译，指区长、街长。
B1805 年 11 月 15 日规定：政府给有功绩的华人蔗糖厂主人一块免费坟地，此应为免费荫地之始。见 [ 荷 ]

































荷兰殖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规范华人的丧葬行为，如 1755 年 8 月规定，华人运柩回中
国要按其遗产的多少付给武直迷B50～100 文钱；1778 年 3 月规定，华人塚地宽度不能超过 12 脚距；
1791 年 8 月规定，甲必丹、雷珍兰及其亲属的塚地，宽不超过 24 脚距，长不得超过 36 脚距，高不
超过 8 脚距，特别申请者可高到 10 至 11 脚距。其他华人塚地标准为宽 8 脚距，长 12 脚距，高不超
过 6 脚距，违者罚 500 文；1797 年 7 月规定，塚地规格超过规定者罚款 500 文，甲必丹、雷珍兰也
要连带受罚 500 文；1800 年规定，按照中国风俗习惯葬礼擎高灯者，需交 500 文；此外，还规定华
A 荷兰语 Secretaris 音译，指公堂书记官。


























如 1805 年 9 月 13 日公堂规定，“唐平常人欲盛葬者，须完纳 500 盾以人病厝，完纳之人亦不敢
僭越于甲大之仪，若谓官阶品级，不论何美色甘条规申明，涓（捐）纳甲必丹葬仪须从现任雷
职；涓（捐）纳雷珍兰葬仪，须从朱葛礁职，则等第明矣。至于庶人完纳 500 盾，原准其盛葬而已，
固非可任其侵凌品级，辱玷衣冠。”“和 1832 年 2 月 19 日定一条规：凡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及完
纳 500 盾者该用之仪。”［48］到 1845 年 11 月 17 日，公堂又定华人还银 500 盾出葬该用物件，防止华




早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荷兰殖民者就对华人收取丧葬税，最初为 0.5 里尔B，后增加到 2 里尔，
1660 年后改为 3 文钱。［51］此外，立墓碑需另缴费用，政府还要从死者遗产中抽取 5% 的税。为阻止
乡土情结强烈的华人归葬故土而减少税收收入，1755 年荷兰殖民政府规定华人要运柩回中国须按其
遗产抽税。虽然如此，稍有经济能力的华人还是会缴纳费用归葬故土。为此，1805 年政府又规定人
死后停尸超过 3 个月的要付 73 文钱，若再增加停放时间，每月增收 25 文钱，甚至甲必丹的孩子死后
停尸超过 25 天也要付 100 文钱。这些规定的目的也在于阻止华人筹措经费以归葬故土。［52］
公堂掌理华人丧葬事宜后也延袭这一政策。如 1892 年 4 月 29 日雷珍兰邱春昌请求公堂各官员












档案显示，公堂能够制定塚地出售和塚地周围土地出租的相关条规。如 1855 年 11 月 10 日公堂
拟定丹绒、式里陂塚地管理事务条规九款：


























B 荷兰语 Resident 音译，指驻扎官。
C 即朱葛礁。
D 马来语 Bicara 音译，指公庭、审判庭。
E 马来语 Kontrak 音译，指合同书。
F 荷兰语 Kennisgeving 音译，指官方的通告、通知书、布告。
60













结册显示，当年总收入为 13793.865 盾，分别来自“兑风水条目”（即塚地出售）收入（共 2640.2 盾）




纳费用）其项（指钱款）”。［59］到 1871 年，则提出应由华人美色甘发棺木周济贫苦之人。［60］1881 年
2 月，对擅自发放塚地给贫困人士的万律邱枝头，公堂做出令其赔偿塚地资费以补偿公堂之亏的决





受到侵占。1832 年 11 月，近公班衙修路侵占了公堂土地。［63］1855 年，荷印政府动议平毁牛郎沙里




荷人缎亚七频里购买惹致地四亩；1908 年 12 月 18 日，八戈然之地被火车路占用；1912 年 11 月 4 日，
副淡C催促公堂迁移红桥各坟墓等。［66］
再次，20 世纪初吧城华人塚地被盗事件频发，这对重视风水的华人来说尤其难以接受，而警方
治理不力让华人更为不满。1908 年 3 月 3 日，华人向副淡申诉祖坟被偷掘，公堂议定出赏银抓捕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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